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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是动机产生的内在源泉，但鲜有文献揭示红

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为此，文章运用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的方法，采取两个连续的研究设

计，探索了红色记忆与红色旅游动机的潜在关联。具体而

言，研究一探讨并验证了红色记忆的结构维度与理论模型，

研究二明晰了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差异化影响。具

体研究发现为：（1）红色记忆具身建构高阶模型由符号记忆、

情感记忆、实践记忆 3个主范畴，以及自我关联符号记忆、社

会象征符号记忆、归属认同情感记忆、怀旧反思情感记忆、习

惯记忆和模仿记忆 6个副范畴组成；（2）红色记忆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并验证了质性研究所提出的红色记忆理

论模型；（3）红色记忆显著影响红色旅游动机的产生，其子维

度对不同红色旅游动机存在差异化影响。该研究明晰了红

色记忆的动机功能与作用机制，为红色记忆实践和红色旅游

营销提供了科学管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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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公布以来，红色旅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规模和

增速已成为我国旅游市场中的一抹亮色[1]。红色旅

游是典型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其客源市场受到政

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 [2]，因而市场结构以学生和中

共党员群体为主 [3]，客源群体相对单一。如何有效

改变单一市场结构，深度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和产品

的特殊价值与内涵，增加旅游者在此类旅游活动中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而明确红色旅游产品与旅游

者内心需求的关键契合点，发现红色旅游动机的核

心诱发因素，也已成为持续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任务之一。

以往的研究指出，记忆是诱导人们参与文化遗

产类旅游活动的重要因素 [4-5]。这种诱导作用表现

在两个层面：个体层面，记忆促使个体寻觅和前往

那些被“渴望”的地方，并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活动来

修复、维持和捍卫自我一致性[6-7]；群体层面，集体记

忆在内化为个体心理特质的过程中，也催生了民族

凝聚、群体归属感、群体认同等共同体意识与情感

要素 [6]。在此类因素作用下，旅游者往往乐意前往

集体的“圣地”以巩固自身与群体之间的联系[8-9]。

在红色认知和实践背景下，记忆和旅游的关系

同样密切。现有研究指出，红色旅游是构建红色记

忆的重要机制，是实现红色记忆代际传承和全球交

流的重要媒介与载体 [1]。然而，目前红色记忆与红

色旅游的研究大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考察红色

旅游地的记忆建构过程与记忆传承功能 [10-11]，对红

色记忆、红色旅游和潜在旅游者三者之间的联系关

注不足，并缺乏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影响的实

证考察。

为此，本文将运用量化检验的方法探究红色记

忆对个体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作用。由于目前红

色记忆结构维度的相关研究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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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通过定性访谈与理论推演的方式进行，现有

成果或是在结构上难以自洽，或是对后续研究缺乏

指导意义 [12-13]。因此，本文将首先运用扎根理论的

研究方法，构建红色记忆的理论模型，并进行量化

验证。其次，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红色记忆对

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研究，以期为红色旅游营销管

理提出针对性建议。

1 文献综述

1.1 红色记忆

红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红色历史

的记忆建构和意象体现[12]，其核心内涵与中国社会

建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情感、态

度乃至认知的移入过程，是个体的一种社会化学习

历程，也是个体价值观与中国革命价值观整合统一

的过程。在我国，红色记忆具有集体性，是社会稳

定的必要基础，是一个基本的且普遍拥有的信仰、

模范及价值综合[14]。红色记忆经历个体的认同和内

化，能够帮助个体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

状，继而形成与中国社会集体规范或社会期待趋向

一致的行为思想[15]。

红色记忆具有宏观建构的过程与特征，其主要

包括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 4 个逻辑顺序 [16]。其

中，唤起是激发个体对革命战争、事件、人物以及时

代精神的回忆，它是主体对红色历史记忆和信息进

行选择和吸收的最基本条件；重构是对唤起阶段形

成的记忆体系进行重新包装和新内涵注入的过程，

是多种力量不断博弈的结果；而固化则指对重构后

的记忆进行保持和巩固的过程，此过程有利于合法

性的重构和认同感的强化；刻写是以上3个关键步骤

的重要价值承载，它通过社会符号建构和个人行为

习惯规范实现红色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经由以上

4个建构过程，红色记忆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由平面

到立体以及断层到连续的发展过程，并对核心价值

认同、政党认同、文化传承等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17]。

红色记忆不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

也是个体自下而上的意义建构过程。在红色记忆自

下而上的建构过程中，记忆主体从个体的心理机制出

发，运用感官系统对红色历史与遗产等信息进行主动

接收和选择性存储[16]；红色记忆由局部和微观向外延

展，并通过人际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活动使群体成员产

生内容与形式趋近一致的红色记忆图式[18-19]。自下而

上的记忆过程不仅关注现存的记忆与历史，更着眼于

群体成员之间的分享行为[20]。在这种记忆图式的影

响下，个体的文化依恋和历史认同增强，并在红色旅

游、红色纪念仪式等行为与活动中得以呈现[21]。

1.2 红色旅游动机

动机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涉

及人类行为的基本源泉，最能反映人类行为的目的

性、能动性特征[22]。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性动机，旅

游动机是激励个体进行旅游活动的动因[23]，它是个

体在其心理潜能和先天倾向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的

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的。旅游动机具有鲜明的历时

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心

理机制下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该特征在相关研

究中也得到充分说明[24]。

作为社会性动机和旅游动机的延展与组成类

型，红色旅游动机是个体为了满足自身高层次需求

而前往红色旅游地进行观光游览的驱动力[25]，是自

我调节将外在诱因转化为内在需要的产物[22]。在长

期的父母教化、学校教育和红色旅游地宣传等作用

下，个体对红色革命历史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和领

悟，并产生了红色旅游利于个人素质提升的价值研

判。在此情况下，外在诱因（红色物质资源与红色

精神文化）助推了内在需要（瞻仰伟人、提升自我

等）的加速形成，内在需要被激发并获得了朝向红

色旅游地这一目标的能量，最终促成了红色旅游动

机的产生[26]。

在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主

要将影响因素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类。主观因素主

要是指年龄、兴趣、职业以及受教育水平相关的因

素；客观因素主要包括地方革命文化、旅游目的地

资源价值等 [27-28]。整体而言，现有对红色旅游动机

产生的影响因素研究尚且停留在对个体社会人口

统计特征和目的地属性等变量的简单梳理，缺乏对

变量内部结构和关系作用机理的深入剖析，研究仍

需深入和完善。

2 研究一：红色记忆理论模型构建、量表开发与

模型选择

2.1 理论模型构建

2.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为了探索个体红色记忆的生成与结构维度，笔

者于 2019年 8月 1—8日和 10—17日进行了为期 16

天的访谈调研。首先，根据质性研究的资料饱和原

⋅⋅ 79



康 晓 媛 等 | 红 色 记 忆 对 红 色 旅 游 动 机 的 影 响 研 究 第 38 卷 2023 年 第 10 期

则，调研之初暂不拟定访谈人数，当访谈信息重复

出现且资料分析不再呈现新的内容和主题时，便停

止访谈[29]。其次，根据质性研究的目的性抽样原则，

本文采取强度抽样的策略，选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

和强度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此指导下，本文以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和延安革命遗址群两个

典型红色文化地为核心调查区域，通过随机偶遇的

方式，以掌握红色史实基本脉络、了解丰富的红色

文化历史事件以及对于红色中国有着较为深入思

考与判断的个体为访谈对象，发掘访谈对象有关红

色记忆的深刻认知与见解，形成本文的一手资料。

最终，在对两个典型案例地先后访谈 14 人和 12 人

后，访谈数据达到理论饱和，访谈停止。同时，由于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公民红色记忆的异质性，本文

在访谈过程中尽量保证受访对象在年龄、职业、学

历、政治身份、地域上的层次性和均衡性。

本研究选取了 26个访谈样本，访谈时长基本保

持在 30~120分钟之间，访谈总时长达 29.5小时。受

访对象人口统计特征如下：性别上，男性和女性分

别为 12 人和 14 人；年龄上，50 后、60 后 7 人，70 后、

80后 10人，90后、00后 9人；职业上，国企及行政事

业单位公职人员 6 人，私企员工 7 人，农民、工人及

自由职业者 5 人，学生 8 人；受教育程度上，高中及

以上 19人，高中以下 7人；政治身份上，中共党员和

共青团员共 15 人，群众 11 人；地域分布上，受访对

象分别来自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内蒙古、

甘肃、贵州等地，受访对象社会文化背景各异，具有

代表性。本文按照访谈对象的先后顺序进行了数

字编码，最终形成了编码 X01~X26 的 32 万余字的

访谈文本。在 26个访谈样本的基础上，本研究继续

进行了5组深度访谈以备理论饱和度检验。

2.1.2 编码过程

（1）开放式编码

本文依据 Corbin 和 Strauss 的三级编码方法对

访谈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30]。首先进行开放式编

码分析，对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处理，并按照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初始范畴”的方式逐字逐句

进行编码。经过对访谈资料的反复整理与分析，本

文得到68个初始概念和25个初始范畴。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

相近的概念和现象加以归类和集聚，发现与建立各

类别之间关系的编码过程。红色记忆的结构特性

与集体记忆相融相通，因此副范畴的识别与提取借

鉴了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成果。本文对开放式编

码的 25 个初始范畴加以“聚敛”，归纳出 6 个副范

畴和 3 个主范畴（表 1）。6个副范畴为自我关联符

号记忆、社会象征符号记忆、归属认同情感记忆、怀

旧反思情感记忆、习惯记忆和模仿记忆，3个主范畴

为符号记忆、情感记忆和实践记忆。

集体记忆具有高低不同的层次，当记忆与事件

原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越远时，它的层次越高，

越体现集体层面的意识，相对抽象与客观。反之，它

的层次越低[31]，越反映个体生活经历与内心情感，相

对具象与主观。自我关联符号记忆就是相对低层次

的记忆，特指个体对家族成员革命时期亲身经历的

红色革命历史的记忆，具有较高的鲜活性。社会象

征符号记忆则是相对高层次的记忆，指个体对代表

红色历史与精神的社会象征体系及其内涵的认知与

把握，是相对抽象的、无所不在的记忆。

集体记忆不仅是公开的符号和意义系统，而且

表1 主轴式编码

Tab. 1 Axial coding

初始范畴
Original categories

A1红色身份

A2时代姓名

A3老物件（生活用品）

A4纪念物品（身份荣誉）

A5老照片、红色家书

A6历史事件知识

A7红色人物及事迹

A8红色圣地

A9时代精神

A10政策口号

A11红歌

A12爱国情怀

A13政党认同

A14敬仰先烈

A15感恩时代

A16怀念过去的时代

A17怀念过去的人们

A18反思

A19行为举止

A20身体姿势

A21声音

A22服饰

A23生活习惯、作风模仿

A24学习态度模仿

A25榜样自我化

副范畴
Sub-categories

B1自我关联符号记忆
Self-related symbolic

memory

B2社会象征符号记忆
Social representational

symbolic memory

B3归属认同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B4怀旧反思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of

nostalgia and reflection

B5习惯记忆
Habitual memory

B6模仿记忆
Imitative memory

主范畴
Main categories

C1符号记忆
Symbolic

memory

C2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C3实践记忆
Pract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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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蕴含了特定个人的实际思维过程与情感状态[19]。

归属认同情感记忆指个体经过感受、体验并内化于

心的对红色过去的情感认同与记忆归属；怀旧反思

情感记忆则指个体对红色革命年代的情感寄托与

对现代社会批判性思考的集合，二者代表了个体不

同的红色情感倾向。

每个集体都试图将最亟须保存的范畴和价值

融入个体身体的自然动作中，并以习惯记忆的形式

保存和传承下去[32]。因而，习惯记忆指个体在红色

仪式活动中所重复与保留下来的身体习惯性动作、

姿势、行为等记忆。此外，集体记忆不仅局限于记

忆主体的习惯性身体行为，也是记忆主体和社会互

动作用的结果，通过模仿他人来进行社会行事是集

体记忆生成的模式之一[33]。模仿记忆指个体通过对

革命先烈的外显行为或内隐思想采取主动学习、模

仿等实践行为而产生的记忆。

在进一步对副范畴进行逻辑联结与关系推演

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符号记忆、情感记忆和实践

记忆 3个主范畴，并对其进行了内涵界定。具体而

言，符号记忆指个体头脑中的关于党红色革命时

期、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历史与事件符号系统；情

感记忆是红色情感体验的记忆储存，是个体对红色

事件、历史与人物的整体评价与态度；实践记忆是个

体在红色记忆传承过程中亲身实践获得的记忆。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要求提炼出核心范畴，并用故事线

的形式描述现象。通过对主副范畴的持续比对和反

复论证，本研究提炼出“红色记忆具身建构”这一核

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故事线为：我国公民生

来就存在于一个红色文化框架或情境之中，红色记

忆建构首先是从红色符号的认知与辨别开始的。没

有过多生活经历的小孩子在看到毛主席雕像时激动

地大喊“毛爷爷，您好”便是例证。心智是身体的心

智，认知是身体的认知[34]。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运用

身体的重要武器——头脑对符号进行系统学习并将

符号储存在大脑中，形成红色“常识”。但红色记忆不

仅仅是抽象的符号体系，更是一种自豪与骄傲的情

愫，一种“感动到想哭”的情感体验。情感以身体为建

构的场所[35]，并在整体的身体震颤中客观体现[36]。在

年长者直接的情感过渡和个人价值理性判断的基础

上，伴随着身体的情绪性运动，个体形成了不同的红

色态度和情感倾向。此外，行动和操演的身体实践

是保存和传承记忆的重要手段[37]。个体会有意识或

无意识、主动或被动地运用身体实践进行红色记忆

的再现，将红色记忆内化为身体的自动化程序，并用

于指导自身的意识体系建设和行为实践发展。

总体而言，红色记忆的建构过程就是身体与

“红色世界”的互动过程。在不同的情境中，符号记

忆、情感记忆与实践记忆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

起，并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红色符号的深刻认知

有助于增加个体的情感强度、规训个体的实践行

为；红色情感的持续发酵有助于强化个体的符号辨

别能力与记忆实践动力；而红色实践则在记忆复现

与书写过程中完成符号的具象化再现与红色情感

的唤醒。三者的互动统一共同减少了时空距离带

来的记忆疏离与不真实感，使红色记忆成为个人

“真正的”记忆。

（4）理论饱和度检验

编码过程完成后，本文进行了理论饱和度检

验，5个样本的概况统计如下：性别上，男性两人，女

图1 红色记忆具身建构理论模型图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of embodied 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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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3人；年龄上，80后、90后4人，00后1人；职业上，学

生 2人，企业人员 2人，家庭主妇 1人。经整理，发现

相关内容均在已得到的核心范畴之内，主范畴之间也

未发现新的因子。因此，可以认为，红色记忆具身建

构的理论模型已经达到饱和，范畴发展可以停止。

2.2 量表开发与模型选择

2.2.1 量表编制与数据收集

研究设计问卷为结构式调查问卷，由两个部分

构成：（1）红色记忆的测量维度；（2）调查对象的社

会人口结构特征。红色记忆的测度上，本文基于扎

根理论分析所开发的红色记忆理论模型，编制出含

有 29个测项的原始量表，测项的表述基本来自访谈

内容。社会人口结构特征方面，主要涉及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家庭/个人年收入等。

数据收集方面，考虑到研究对象为全体国家公

民，故而样本的选取不受地域限制。因此，本文借

助“问卷星”调查平台，以网络调研的形式考察个体

的红色记忆建构情况与结构维度。预调研于 2019

年 9月进行，收集问卷 145份，回收有效问卷 130份，

问卷有效率 89.7%。预调研完成后对数据进行了探

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删除了 6 个题项，形成具有 23

个题项的正式问卷。

正式调研于 2019年 10月进行，共收集问卷 396

份，回收有效问卷 379份，有效率达 95.7%。样本构

成中，性别上，女性受访者 199 人，男性受访者 180

人，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年龄上，80后居多，107人；

70后和90后次之，151人，占39.9%；其他年龄段的被

调查者121人。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

比 53.5%，群众占比 46.5%。受教育程度上，被调查

者大多都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其中，大专及本科

以上占到78.6%。

2.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对回收数据进行探索性

因子分析。首先，检验量表是否适宜采用因子分

析。因子提取标准为：每个因子至少 3个测项；旋转

因子载荷小于 0.4 或交叉因子载荷大于 0.4 的测项

删除；各维度因子特征值大于 1。结果显示，量表

KMO值为 0.868，方差近似值为 5898.858，自由度 df

值为 325，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p=0.000＜

0.05，表明研究所开发的量表通过适合度检验。经

过 3次因子淬炼，本文将交叉载荷高于 0.4的 6个测

项删去，最终保留了 23个测项，各测项的因子载荷

在 0.653~0.898之间，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815~0.923之间，各因子特征值均大于 1，说明得到

较为切合的因素结构（表 2）。此外，6个维度的方差

累积贡献率为 71.14%，符合 60%的提取界限。根据

各个因子的测项构成，分别命名为：自我关联符号

记忆、社会象征符号记忆、归属认同情感记忆、怀旧

反思情感记忆、习惯记忆与模仿记忆。经过探索性

因子分析发现，扎根理论所构建的红色记忆理论模

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验证性因

子分析。

2.2.3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模型选择

本部分旨在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选出最为合

理的红色记忆测量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效度检

验。根据扎根理论所确定的红色记忆具身建构理

论模型，本文构建了 3种不同类型的测量模型。模

型 1是由红色记忆单一维度涵盖所有测项的一阶因

子模型；模型 2是在红色记忆维度之下，聚合相关副

范畴构成的二阶因子模型，模型 3是高阶因子模型，

红色记忆高阶维度由 3个二阶因子和 6个一阶因子

构成。

模型选择主要是通过 3个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比

较，从中选出稳健性最高的模型[38]。利用AMOS 23.0

对各模型构建、运行与修正后，结果显示，除模型 1

有 3 条路径不合理外（p＞0.05），模型 2 和模型 3 的

各条路径均合理且达到显著水平。在对各模型适

配指标值比较后发现，模型 1大多数指标都不达标

（χ2=771.190，RMSEA=0.075，SRMR=0.100，GFI=

0.870，AGFI=0.829，NFI=0.862，RFI=0.834，IFI=

0.896，TLI=0.874，CFI=0.895，PGFI=0.662，PNFI=

0.716，PCFI=0.743，CN=162（α=0.01），χ2/df=3.672），

模 型 2 部 分 指 标 不 达 标（χ2=511.260，RMSEA=

0.052，SRMR=0.070，GFI=0.914，AGFI=0.895，NFI=

0.909，RFI=0.897，IFI=0.947，TLI=0.939，CFI=0.946，

PGFI=0.742，PNFI=0.805，PCFI=0.838，CN=258（α=

0.01），χ2/df=2.282），模型 3 所有指标均达标（χ2=

469.118，RMSEA=0.049，SRMR=0.054，GFI=0.921，

AGFI=0.901， NFI=0.916， RFI=0.904， IFI=0.954，

TLI=0.947，CFI=0.954，PGFI=0.737，PNFI=0.800，

PCFI=0.833，CN=278（α=0.01），χ2/df=2.123）。因此，

可以发现模型3是红色记忆最优测量模型。

效度检验方面，主要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其中，收敛效度包括平均方差萃取量AVE（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值 和 组 合 信 度 CR（composite

reliability）值，AVE 值高于 0.5，CR 值超过 0.7，说明

各测项之间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数据显示，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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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 AVE 值分别为 0.528、0.645、0.633、0.607、

0.671、0.731；CR 值 分 别 为 0.847、0.916、0.896、

0.822、0.891、0.890，二 阶 因 子 的 AVE 值 分 别 为

0.530、0.623 和 0.697；CR 值分别为 0.941、0.930 和

0.941，均大于标准值，说明模型的收敛效度均达到

了最佳标准。在区分效度上，主要采用AVE值和相

应构念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大小比较来检验。对因

素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运算发现，各相关系数的平方

值（0.152~0.318）均低于上述平均变异萃取量（0.530~

0.697），说明该模型能够体现较好的区分效度。

3 研究二：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

3.1 研究设计

3.1.1 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为了验证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本

文将在红色记忆结构模型和前文理论梳理的基础

上，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Wirtz等研究指出，个体通常参考过往记忆确定

未来心理及行为倾向[39]，过往记忆属性越积极，个体

就越容易采取积极的行为，反之亦然。Marschall则

在旅游和记忆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记忆在人与地方

的联结中起着特殊作用，往往是记忆而非其他的旅

游实践催发了人们的出行动机[4]。这种记忆既包括

个人对过往独特生活经历的记忆，也包括集体层面

对目的地的感知与印象。以此类推，具有丰富红色

记忆的个体会在过往生活历程中与某些红色旅游

地有独特联结，抑或对红色旅游地有深刻的感知与

想象。在此基础上，本文推想具有丰富红色记忆的

个体会产生前往红色旅游地进行记忆实践的强烈

愿望与诉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卡西尔认为，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人以符号

为媒介创造了文化与社会，同时用符号解释世界的

意义并指导自己的行为[40-41]。旅游过程同样是一种

符号化的过程，旅游目的地通过符号标识系统的打

表2 红色记忆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 2 Results for confirmation factor analysis of red memory

维度
Dimension

自我关联
符号记忆
Self-related symbolic

memory

社会象征
符号记忆
Social representational

symbolic memory

归属认同
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怀旧反思
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of

nostalgia and reflection

习惯记忆
Habitual memory

模仿记忆
Imitative memory

测量题项
Items of measurement

我的家族成员中有老红军或老党员

我家有革命相关的老物件

我家有徽章、勋章等表达革命身份与荣誉的革命纪念物品

我家有记录过去的老照片、红色家书等革命纪念物品

我了解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

我了解具有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的红色遗址地

我了解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民族和时代精神

我了解革命战争时期的相关红色政策和红色标语

我熟悉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典红歌

我认为我的祖国很了不起

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对革命先烈与英雄人物充满了敬仰之情

我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充满感恩

我怀念祖辈和父辈成长生活的那个时代

我怀念过去人们的质朴与信仰的坚定

革命事迹促使我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人生价值

在纪念仪式活动中，我熟悉并自觉表现出正确的行为举止

在纪念仪式活动中，我会严格遵照指示完成特定动作

在纪念仪式活动中，我会遵守纪律，不随意喧哗

在纪念仪式活动中，我会按规定穿着得当

我曾经模仿过某位革命先辈的优良生活习惯

我曾经用某位革命先辈的精神指导自己的学习成长等

我曾经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审视与反思自己

均值
Mean

value

3.27

2.95

2.74

2.95

3.83

3.85

3.91

3.53

3.57

4.82

4.78

4.76

4.70

3.75

4.26

4.24

4.65

4.64

4.81

4.72

3.60

3.81

3.20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1.718

1.486

1.494

1.493

0.960

0.894

0.878

0.973

0.991

0.485

0.449

0.445

0.500

1.148

0.853

0.850

0.574

0.594

0.499

0.605

1.199

1.110

1.378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

0.703

0.790

0.831

0.764

0.830

0.811

0.881

0.863

0.653

0.795

0.860

0.871

0.821

0.814

0.779

0.746

0.807

0.888

0.898

0.869

0.874

0.898

0.766

解释总方差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10.854

14.804

12.975

9.037

13.432

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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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满足了人们的心灵与精神追求，吸引着旅游者

不断前来，并进行符号实践 [42-44]。红色旅游地是官

方主导下，红色符号记忆系统通过选择、表述和重

演 3个环节构建而形成[11]。那么符号记忆对不同的

红色旅游动机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差异性影

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符号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符号记忆对求知教育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2b：符号记忆对景仰朝圣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2c：符号记忆对自我实现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情感是个体决策行为背后的重要动因。王克军

和马耀峰指出，情感是激发个体出游的主要动机[6]。

Swarbrooke 和 Horner 认为，旅游动机包括情感因

素，例如怀旧、浪漫、逃避、冒险和心理满足等 [46]。

Marschall研究证明，与目的地的情感联结会激发旅

游者的旅游动机，比如乡愁旅游、寻根旅游等[47]。然

而，对于目的地的复杂情感，如珍视、怀念等反而会

使旅游者产生避免破坏心中美好伊甸园的想法，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者的出行[6]。红色旅游情

境下，红色旅游地因承载了革命文化与精神从而使

旅游者产生了崇拜、怀旧等情感[48]。那么这种情感

记忆对不同红色旅游动机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

差异性影响？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情感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情感记忆对求知教育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3b：情感记忆对景仰朝圣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3c：情感记忆对自我实现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过去形塑现在。任何过往经历都会成为个人

记忆之所，并深深影响个体的旅游目的地选择 [49]。

过往的经历和行为习惯与未来需求的匹配度越高，

个体的旅游选择意愿也越强烈[50]。实践记忆是个体

在亲身实践后形成的红色记忆集合，其通过对过去

的传承和当下的建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并一

定程度上成为未来实践的摹本[51]。那么实践记忆对

不同的红色旅游动机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差异性

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实践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H4a：实践记忆对求知教育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4b：实践记忆对景仰朝圣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H4c：实践记忆对自我实现红色旅游动机有显

著正向影响

由此，形成了研究假设模型图（图2）。

3.1.2 量表编制与数据收集

研究设计问卷为结构式调查问卷，由 3 个部分

构成：（1）红色记忆的测量维度；（2）红色旅游动机

的测量维度；（3）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结构特征，前

两个部分采用Likert 5点量表进行测量，第三部分采

用单项选择的方式调查。在红色记忆的测度上，本

文采用研究一设计并验证的红色记忆量表，该量表

包含 3 个维度 23 个测项。在红色旅游动机的测度

上，由于旅游者动机的激发源于个体内心的选择而

非外在的吸引[52]，本文重点借鉴了已有红色旅游动机

量表中的内在动机维度。具体而言，本文参考了Li

等[53]、范春春[25]、Zhao和Timothy[26]的问卷量表，保留

了求知教育和景仰朝圣的维度；结合Dunkley等[54]和

刘红梅[55]的研究内容以及Pearce和Lee[56]的量表，设

计了自我实现维度。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对

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形成了本文的最终问卷。

针对本研究设计，笔者于 2020年 2月进行了问

卷星自填式调查。筛选题项为“您是否曾经前往红

色旅游地参观游览或未来（近两年内）有红色旅游

游览计划”，回答为“否”问卷结束，回答为“是”进入

正式的问卷环节。其间共发放问卷 585 份，回收有

效问卷 478份，有效率达 81.7 %。问卷回收后，对问

卷进行了筛选，删除了填写时长少于 300 秒和选项

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问卷。样本构成中，受访群体地

图2 假设模型图

Fig. 2 Hypoth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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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上以陕西省内为主，139 人，其余省份的调研对

象数量相对均衡；性别上，男女比例大体相当，其

中，女性受访者 229人，男性受访者 249人；年龄上，

90后居多（211人），70后和 80后次之（182人），其他

年龄段 85人；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

比51.7%，群众占比48.3%；受教育程度上，被调查者

大多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其中，大专及本科以上

占到86.5%。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数据分析前，本文将收集到的 478 份有

效问卷随机分为两个子样本，样本一（n=178）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二（n=300）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由于红色记忆量表在前文量化研究中已得

到检验，本部分直接进行红色旅游动机的探索性因

子分析。首先检验量表是否适宜采用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量表 KMO 值为 0.903，方差近似值为

2968.683，自由度 df 值为 66，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

著性水平 p=0.000＜0.05，表明研究所开发的量表通

过适合度检验。接着，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

大方差法，经过 5次因子淬炼，删除两个交叉载荷大

于 0.4 的测项后，得到红色旅游动机旋转后的成分

矩阵。该模型共提取出 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求

知教育动机、景仰朝圣动机及自我实现动机。其

中，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97、0.741

及 0.836，均大于 0.7，各因子特征值均大于 1，说明得

到较为契合的因素结构。此外，整体因子方差累积

贡献率为 68.25%，符合 60%的提取界限，因子分析

效果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验证性分析。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部分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红色记忆与红

色旅游动机两个潜变量进行效度检验。效度主要

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数据显示，红色记忆 3

个因子的AVE值分别为 0.587、0.587及 0.677；CR值

分别为 0.927、0.908及 0.935，红色旅游动机 3个因子

的AVE值分别为 0.583、0.503及 0.661；CR值分别为

0.847、0.800及 0.886，均大于标准值，说明潜变量的

收敛效度较好。在区分效度上，对因素间的相关系

数运算发现，红色记忆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0.106~

0.286）低于其平均变异萃取量（0.587~0.677），红色

旅游动机各相关系数的平方值（0.457~0.492）低于

其平均变异萃取量（0.503~0.661），说明潜变量均能

够体现较好的区分效度。

3.4 结构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3.4.1 结构模型分析

首先，本研究总体检验了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

动机的影响作用（H1），由此形成了红色记忆对红色

旅游动机的影响模型（模型 1）。其次，为进一步探

究红色记忆各子维度（符号记忆、情感记忆及实践

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作用（H2~H4），本文

建立了符号记忆、情感记忆及实践记忆对红色旅游

动机影响的 3个结构模型，分别命名为模型 2~模型

4。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极大似

然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最终得到各模型的适配

指标值。修正后的模型结果显示，模型 1~模型 4各

项指标均达到良好的标准，可被用作检验本研究所

提假设（表3）。

3.4.2 假设检验

相关研究证实，检验标准 t值的绝对值大于2.58，

则参数估计值达到0.01显著性水平，若 t值的绝对值

大于1.96，则参数估计值达到0.05显著性水平[57]。本

文运用结构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如下。

红色记忆正向显著影响红色旅游动机（γ=0.77，

p<0.001），H1成立。集体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

深层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方面，

为群体的态度、行为等方面提供更加一致的标准和

方向[58]。红色记忆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记忆，同样

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家国情怀，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态

度、情感和行为倾向。旅游者层面，拥有丰富红色

记忆的个体往往具备强烈的革命情怀和家国意识，

更加重视对红色知识的索取，并以多种方式内化和

践行红色精神。目的地层面，红色旅游地作为典型

的红色记忆空间，具有丰富的红色遗产和精神底

蕴，其建构与开发过程中红色记忆要素的合理搭

配，如影像、雕塑、历史物件等，正好满足了具有深

刻红色记忆个体的精神追求，并深深吸引着个体前

来感受革命历史，体验革命生活。

符号记忆正向显著影响红色旅游动机，H2 成

立。细化而言，符号记忆正向显著影响求知教育（γ=

0.83，p<0.001）、景仰朝圣（γ=0.80，p<0.001）和自我实

现（γ=0.77，p<0.001）红色旅游动机，假设 H2a、H2b、

H2c成立。其中，符号记忆对求知教育动机的影响

更为显著。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双重含义，能指是

外在形态和物质载体，所指是其背后蕴含的意义。

对于个体而言，符号不仅是多维价值体系，同时能够

引起情感的发生发展[59]，并导向一定的个体行为[60]。

旅游者往往是在心中已有符号和印象的激发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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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某地进行多种旅游体验，因此，符号记忆对不同红

色旅游动机均有正向显著影响。Culler在旅游符号

学的研究中指出，旅游者是“符号军队”[61]，旅游者前往

目的地就是为了进行符号实践。同时，由于符号具

有认知特性[62]，因而符号记忆对求知教育动机影响

最大。具体而言，在长期的红色文化、红色符号浸

染下，个体对红色旅游符号系统认知越深刻，越容

易被红色旅游地承载的多维符号价值吸引，产生求

知教育的出游动机与行为。例如旅游者不仅自行

前往红色旅游地，也注重带领子女前往红色旅游地

接受思想教育，以期提高后代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觉

悟，实现红色记忆的代际传承[63]。

情感记忆正向显著影响红色旅游动机，H3 成

立。细化而言，情感记忆正向显著影响求知教育

（γ=0.77，p<0.001）、景仰朝圣（γ=0.86，p<0.001）和自

我实现（γ=0.79，p<0.001）红色旅游动机，假设 H3a、

H3b、H3c成立。其中，情感记忆对景仰朝圣动机的

影响最为显著。涂尔干认为，集体情感是一种有序

的、自觉的社会力量，它能够规范社会行动，促进社

会整合[64]。具体而言，在集体情感的指引下，共同体

成员不仅会对伤害集体情感的行为做出抵抗，也会

积极主动追寻集体步伐、推动集体延续和维持。在

红色情感记忆影响下，个体热衷于前往红色遗址地

巩固红色集体身份，强化红色集体人格。因此，情

感记忆对不同红色旅游动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集体记忆具有维持关系和加强情感联系的功

能[65]，情感记忆则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故此，情

感记忆丰富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集体互动，增强彼

此间的情感纽带，产生情感共鸣，3种动机类型中也

更有可能激发景仰朝圣旅游动机。

实践记忆正向显著影响红色旅游动机，H4 成

立。细化而言，实践记忆正向显著影响求知教育

（γ=0.69，p<0.001）、景仰朝圣（γ=0.86，p<0.001）和自

我实现（γ=0.74，p<0.001）红色旅游动机，假设 H4a、

H4b、H4c成立。其中，实践记忆对景仰朝圣动机的

影响最为显著。实践记忆不仅受到传统（过去）的

规约而重构过去，而且通过当下记忆影响未来的实

践[51]。在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中，个体形成了一种

红色记忆实践的“惯性”，这种惯性使其定期进行记

忆实践，并从中学习提升、寻找归属感以及建构自

我生命意义。因此，实践记忆对于 3种红色旅游动

机都有显著的影响。实践记忆包括习惯记忆和模仿

表3 假设检验结果及模型拟合指标

Tab. 3 Results of hypothesis and model fitting index

假设路径
Hypothesis path

H1：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动机

模型1的各项指标：RMSEA=0.051, SRMR=0.028, GFI=0.987, AGFI=0.967, NFI=0.972, RFI=0.948, IFI=0.984, TLI=0.971, CFI=0.984, PGFI=

0.576, PNFI=0.519, PCFI=0.525, χ2/df=2.257

H2a：符号记忆→求知教育动机

H2b：符号记忆→景仰朝圣动机

H2c：符号记忆→自我实现动机

H2：符号记忆→红色旅游动机

模型2的各项指标：RMSEA=0.059, SRMR=0.038, GFI=0.944, AGFI=0.918, NFI=0.938, RFI=0.922, IFI=0.960, TLI=0.950, CFI=0.960, PGFI=

0.647, PNFI=0.743, PCFI=0.760, χ2/df=2.688

H3a：情感记忆→求知教育动机

H3b：情感记忆→景仰朝圣动机

H3c：情感记忆→自我实现动机

H3：情感记忆→红色旅游动机

模型3的各项指标：RMSEA=0.033, SRMR=0.029, GFI=0.973, AGFI=0.954, NFI=0.969, RFI=0.956, IFI=0.989, TLI=0.984, CFI=0.989, PGFI=

0.584, PNFI=0.671, PCFI=0.685, χ2/df=1.533

H4a：实践记忆→求知教育动机

H4b：实践记忆→景仰朝圣动机

H4c：实践记忆→自我实现动机

H4：实践记忆→红色旅游动机

模型4的各项指标：RMSEA=0.048, SRMR=0.034, GFI=0.958, AGFI=0.936, NFI=0.954, RFI=0.939, IFI=0.975, TLI=0.967, CFI=0.975, PGFI=

0.621, PNFI=0.713, PCFI=0.729, χ2/df=2.104

路径系数
Path coefficient

0.77***

0.83***

0.80***

0.77***

—

0.77

0.86

0.79

—

0.69

0.86

0.74

—

t值
t value

6.25

4.36

4.33

3.79

—

3.39

4.80

4.29

—

3.60

4.68

3.96

—

检验结果
Results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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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分别代表了被动和主动的

红色记忆实践。一般而言，作为操作性的红色记忆

维度，实践记忆会更有自我指向性，在此记忆影响

下，个体会更易激发自我实现红色旅游动机。但由

于模仿记忆（γ=0.67，p<0.001）对自我实现动机的影响

较强，习惯记忆（γ=0.50，p<0.001）对自我实现动机的

影响偏弱，使得整体上实践记忆对自我实现动机的

激发较弱。同时，由于个体情感的易触发性，景仰朝

圣动机成为实践记忆影响下最显著的出游动机。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红

色记忆的结构维度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和量化检

验，并验证了红色记忆及其子维度符号记忆、情感

记忆及实践记忆对不同红色旅游动机的差异性影

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提出了红色记忆的结构维度和理论模

型。典型的集体记忆研究主要从较宏观的空间维

度和时间维度两个层面论证了集体记忆的建构过

程与功能作用 [66]。除 Connerton 强调纪念仪式中人

的自身操演对集体记忆形成的重要作用之外[32]，少

有学者探究个体中心观下，集体记忆的生成乃至其

结构维度。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探索出红色记忆具

身建构高阶理论模型。该模型包括符号记忆、情感

记忆、实践记忆 3个主范畴以及自我关联符号记忆、

社会象征符号记忆、归属认同情感记忆、怀旧反思

情感记忆、习惯记忆和模仿记忆 6 个副范畴，以及

“红色记忆具身建构”这一核心范畴。本文突破了

传统的集体记忆研究视角，呈现了意识主体能动的

红色记忆建构过程与结构维度。

第二，开发了红色记忆量表，并进行了实证检

验。已有的红色记忆多为质性研究和理论推演，鲜

有量化实证研究。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红色

记忆的结构维度进行了量化测定，形成了具有 3个

二阶维度、6个一阶维度、23个测项的量表。数据显

示，红色记忆具有符号记忆、情感记忆、实践记忆 3

个二阶维度，其中，实践记忆对红色记忆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高于情感记忆和符号记忆。这是由于实

践记忆是在一定的场域环境下形成的，对红色记忆

的塑造更加多元鲜活，因此，在红色记忆形成中发

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6 个一阶维度中，社会象征

符号记忆、怀旧反思情感记忆和习惯记忆对二阶维

度的回归系数分别高于自我关联符号记忆、认可归

属情感记忆以及模仿记忆。符号记忆方面，由于时

空距离的加大，革命亲历者的不断逝去[14],自我关联

符号记忆逐渐淡化，个体更多是通过学校教育、影视

作品、红色研学活动以及社会宣传等途径获得红色

记忆，因而社会象征符号记忆更为显著。情感记忆

方面，当今社会，个体不是记忆接收的机器，而是能

动的记忆实践者，经由自身长期观察与深刻反思后

形成的情感风格才是奠定情感记忆的重要基调。实

践记忆方面，目前，我国公民组织参与下的习惯记忆

较为丰富，自发形成的模仿记忆相对薄弱，因而，习

惯记忆在实践记忆中占据更为主要的地位。

第三，量化分析了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

影响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红色记忆及其子维度符

号记忆、情感记忆及实践记忆均对红色旅游动机有

正向显著影响。首先，红色旅游动机的激发与个体

红色记忆密切相关，这说明红色旅游动机的激发受

到个人过往的红色经历、经验的首要影响。其次，

整体上，情感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的影响作用更为

显著，符号记忆和实践记忆次之。正如休谟所言，

快乐和痛苦等情感是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67]，同时

也是欲望、意愿和行为产生的重要源泉。对旅游者

而言，在其前往异地旅游的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愉

悦，还是追求身心自由体验，都离不开情感这一要

素[68]。本文的研究结论呼应了该论断，说明即使是

富有教育和精神色彩的红色旅游情境下，追求情感

体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再次，红色记忆对景

仰朝圣红色旅游动机有更强的激发作用，这一结果

是红色记忆本质属性与红色旅游属性契合的结

果。红色记忆的客体来源为革命史实，具有一定的

神圣化色彩；而红色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的重

要标准也正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10]。二者的对

接使得旅游者期望通过追寻先烈足迹、忆苦思甜等

方式在红色目的地获得“朝圣”般的精神体验。因

而，红色记忆不仅是建构红色旅游地的重要手段，同

时也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动力之一。

4.2 管理建议与不足

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不仅严重冲击着人们的观

念和价值体系，更对民族精神传承、文化生态和国

民的身份认同造成了威胁。而以红色旅游、红色教

育等多种形式为载体的红色记忆，已成为刻画时

代精神底色、汇聚强大发展动能的重要支撑。因

此，掌握红色记忆的结构维度，抓住红色记忆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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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建立红色历史与当下存在之间“活的联系”，

使得后代从被动接受记忆的客体转变为能动的记

忆实践者，并主动前往红色记忆之场追溯过去或反

观当下。基于此，本文对红色记忆实践和红色旅游

营销管理有如下建议。

（1）创新话语体系与表达机制，激发红色记忆

传承动力。Halbwachs 曾说，集体记忆是基于当下

需要而建构的[69]，即如果脱离现实社会和文化土壤，

集体记忆就会不再生动、鲜活，并失去规范个体行

为和促进社会凝聚的强大影响力。因此，红色记忆

需要不断更新，在政府引导下创新话语体系与表达

机制（如融合数字实践），塑造适应社会生活的、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新红色记忆”，从而实现红色记

忆的主动交流和有效传承。

（2）加强红色记忆要素辨别与情感激发，针对

性地制定红色旅游营销战略。虽然个体的红色记

忆内容各有不同，但具身建构下的红色记忆大体都

包括符号、情感与实践 3 个维度层次。这 3 种记忆

类型，尤其是情感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有着显著的

影响。管理者在构思红色旅游地形象时，应提取出

与旅游者认知契合度最高的符号与情感要素，使红

色旅游地意象与个体心中趋于一致，吸引旅游者主

动到访。

（3）打造革命记忆场域，增加红色旅游特色主

题活动。红色旅游管理者应根据自身资源特点，以

多种主题活动为记忆触发点，设计互动式旅游产品

与体验，激发旅游者的到访动机，并推动其进行更

有效的红色记忆实践。

红色记忆的形成过程是微观与宏观诸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红色

记忆建构，而未涉及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如大众媒

体影响下），这些都需要后续的深入探讨。此外，本

文着重探讨了红色记忆对红色旅游动机（游前行为

倾向）的影响，而未考察个体到达或离开红色旅游

地后，红色记忆会怎样影响其心理和行为倾向，这

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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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ory is the internal source of motivation. However, few literature reveals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red memory on red tourism motivation. Therefore,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dopting two continuous research desig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memory and red tourism motivation. Specifically, Study 1 explores and verifies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red memory. Study 2 clarifies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red memory on red tourism motivation. The specific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high-order model

of embodied 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has three main categories, symbolic memory, emotional

memory and practical memory, and six subcategories, self-related symbolic memory, social representational

symbolic memory, emotional memory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emotional memory of nostalgic

and reflection, habitual memory and imitative memory. Second, the red memory scale is proved to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t also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red memory propos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rd, red memor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generation of red tourism motivation,

and its sub-dimension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varying red tourism motivations. This study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mbodied 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which responds

to and complements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2) It develops and validates a red memory scale

with 3 second-order dimensions, 6 first-order dimensions and 23 questions. (3) It enrich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memory, and also proves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red memory on red tourism motivati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1) At the

social level, it may help improve the red memory discourse system and express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red memory transmission. (2) At the tourism marketing level, it may help

reinforce red elements identification, patriotic emotion stimul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recurrence,

furthermore, formulate targeted red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ies. (3) At the tourism product level, it

may help innovate the red tourism products, as well as create a product spectrum with deep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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